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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SSK科学观的演进看 STS的实践化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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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自 20世纪 80年代末起 ,STS(科学的社会研究)的主流思潮从科学知识社会学 (SSK)转向科学的文化

研究 (CSS)。从 SSK科学观不断向实践维度的演进中可以清楚地窥见 STS的实践化转向 , 进而了解当前科学实践

哲学的发展趋势。对这种后现代科学观的反思 ,使我们从中得到启示和借鉴 ,并利于形成新的实践科学观。

关键词 : STS;SSK;科学实践哲学

中图分类号 :N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 - 5680(2005) 06 - 0049 - 05

　　科学在近代一开始是一种精英个体的天才式探求活动 ,

科学史上因此称之为科学发展的“无形学院”时期。在科学

理性的指引下 ,人类智慧得以飞跃 ,并以加速度进入新的演

化阶段。20世纪以来 ,正如普赖斯所指出的 ,科学事业已发

展为“大科学”(Big Science)体制 ,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建制日

益突显出了其社会性特征。20世纪上半叶 ,在科学技术快速

发展及其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等产生巨大影响的

背景下 ,人类先后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 ,造成了不可估量的

损失 ,再加上科学技术负面效应所带来的诸多严重问题 ,社

会上的有识之士遂从科学成就的神圣光环中清醒过来 ,并投

身于对科学的各式各样的反思与批判活动 ,知识社会学在社

会文化批判领域中得到发展。与此相关 ,科学史学之父萨顿

创建了庞大的科学史学术研究大厦。在此基础上 ,默顿和贝

尔纳对科学的社会功能和社会建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至今 ,作为对科学技术进行理性反思和现实批判的 STS运动

得到了蓬勃发展。

古典知识社会学以舍勒和曼海姆为主要代表 ,他们以马

克思科学社会观、现象主义方法论 ,以及当时的其他社会学

研究成果为基础 ,以知识的社会性本质作为切入点 ,对群体

智性精神和科学认识从社会性维度进行研究。他们强调关

注社会起源及历史背景的必要性 ,主张对科学认识和科学知

识的社会考察 ,并将其中的社会性特征、社会性功能及其广

袤的社会情景加以揭示。古典知识社会学的基本命题和研

究原则在 20世纪中后期成了 SSK直接而重要的专业基础 ,

而以“默顿规范”(即 CUDO规范 :commonality or communism , u2
niversalism , disinterestedness , organized skepticism - CUDO’s)为

主导的传统科学社会学 ,则以宏观社会学方法发展出对科学

事业的社会建制研究 ,为日后 SSK的“社会学转向”(Sociologi2
cal Turn)奠定了学科研究框架。但是 ,由于时代的限制 ,知识

社会学和科学社会学仍然局限于科学知识的外在社会现象

研究 ,规避了科学认识的内容及其深层本质 ,因此被认为是

一种认识论的“黑箱”操作 ,是从另一方面为科学圣殿围铸了

一层更为坚实的保护墙 ,而遭到了后来的 SSK学者的强烈批

评。两位代表人物的科学观代表着现代科学观的两大“范

式”,无疑属于传统思想的范围。

上个世纪 50年代末 ,随着“斯诺命题”的提出 ,一些英国

学者聚集在爱丁堡大学设立的科学的社会研究 (Science Stud2
ies ,也称科学元勘)小组 ,以“强纲领”(Strong Program)为理论

基础形成了一个新的学派 ,即科学知识社会学 (SSK)。到 70

年代末 ,SSK在“社会学转向”之后再历经“人类学转向”,以

爱丁堡学派、巴斯学派等为代表的第一代 SSK发展到以巴黎

学派和柏林学派等为代表的第二代 SSK,科学知识社会学的

指导纲领也从“强纲领”演变为社会建构论 (Social Construc2
tivism)。其在经典知识社会学和传统科学社会学的基础上 ,

“借助语言哲学和文化人类学思想视角 ,对库恩的《科学革命

的结构》进行‘激进’解读 ,恢复其中蕴涵的相对主义立

场。”[1 ] SSK就此提出了基于历史主义科学观的更激进、更极

端的后现代科学观 , 即后现代建构主义科学观。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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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学转向”以后 ,与女性主义、后殖民科学等其他众多科学批

判论一起 ,SSK又进一步把 STS运动推进到科学技术的文化

研究 ,这就是所谓的“文化转向”。经过多次转向 ,STS的实践

化态势日趋明朗 ,科学实践哲学、科学政治学作为新兴的科

学社会研究支系得以发生发展。当前 ,相关的学术思潮正步

入广泛而深入的“实践转向”(the Practice Turn)之中。

科学观的“社会学转向”(the Sociological Turn) :

“强纲领”(Strong Program)

　　在 20世纪 70年代以前 ,“对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开始

发端的时候 ,根本不存在这个领域赖以依托的明显的模式。

社会学中不存在描述技术活动 ,甚至不存在描述日常的知识

活动的任何成熟的方法。”[2 ]这也恰好应验了默顿的预言 :

“⋯⋯只有到了科学本身被广泛当作为某种社会问题或引起

社会问题的一个富源的时候 ,对于系统地研究科学和社会的

相互作用 ,社会学家们才会严肃加以对待。”[3 ] SSK正是在其

三大富源即知识社会学、科学社会学和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的

基础上 ,坚持认识论依赖性与哲学本位特征的同时 ,发展出

了更具特色更深广的社会学研究。它通过将科学的历史、哲

学、社会、文化等众多批判理论的紧密结合 ,而体现了知识论

和科学观经由本体论到认识论再到实践论的“社会学人类学

转向”(the Sociolog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Turn)。正是将社会

性视为知识的本质特征 ,将科学的社会研究深入到科学认识

的核心内容 ,SSK才使认识论社会化和实践化。在历史主义

科学哲学对现代科学观的内在侵蚀之后 ,SSK以更广泛的研

究方法和文化手段从外部突破了传统科学研究学派中的两

分樊篱 ,以其社会实践论将科学观向后现代性纵深推进。同

时 ,相对于历史主义科学观的内在主义研究框架 ,它又以外

在主义的研究进路 (the externalist approach)提出自己激进的

建构主义科学观 ,进一步推动了 STS运动与后现代科学观的

演变历程。

科学知识社会学首先以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形成并

发展起来。这一纲领是大卫·布鲁尔在《知识与社会意象》一

书中提出的理论体系。基于经典知识社会学对认识论社会

性维度的诉求 ,布鲁尔等人认为 ,科学作为文化的一部分 ,甚

至是文化的一个高度分化的要素 ,“知识与社会之间存在着

密切的和必然的联系”[4 ]。他们强调所有知识都包含着某种

社会维度及社会成分 ,而“‘强纲领’的意思是说 ,社会成分始

终存在 ,并且始终是知识的构成成分”[5 ]。随着科学技术的

加速发展及其工具理性 (instrumental reason或 instrumental ra2
tionality)的日益增强 ,科学、技术与生产的一体化趋势越来越

明显 ,“大科学”体系也就自然凸现出了科学技术的社会文化

基石。冯·赖特曾问道 :“意义是什么 ? 这个问题一直处于 20

世纪哲学的中心。”[6 ]而科学的意义问题也是后现代科学观

的核心问题 ,更深一步地考虑 ,这个问题又蕴涵了广泛的人

生意义问题。就科学与人文的关系角度而言 ,认识论的实践

化转向正预示了科学观的人文复归 ,传统科学观的唯科学主

义极端必须矫正 ,科学与人文的关系在激烈的冲突之后必然

走向融合。“强纲领”的提出 ,标志着后现代建构主义科学观

的诞生 ,顺应了科学与人文之间保持必要张力的要求 ,因而

具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以“强纲领”为理论旗帜 ,以爱丁堡

大学、巴斯大学和约克大学为基地 ,众多科学元勘学者结成

了被学界习称为第一代 SSK的“爱丁堡学派”(广义)。其典

型代表人物有布鲁尔 (David Bloor)、巴恩斯 (Barry Barnes)、夏

平 (Steven Shapin)、皮克林 (Andrew Pickering)、马尔凯 (Michael

Mulkay)、埃奇 (David Edge)等。“强纲领”突破了传统社会学

的“默顿”规范对科学认识本质的禁锢 ,解除了古典知识社会

学对知识内容的“悬搁”,从而破除了科学观和知识论的双重

黑箱。布鲁尔宣称 ,“如果人们无法以某种彻底的方式把社

会学运用于科学知识 ,那么 ,这就意味着科学无法正确地认

识自身。”[7 ]“强纲领”将科学视为一种职业、一个社会文化的

子系统 ,而以社会为现实基础 ,科学就必然内蕴了社会性的

本质。布鲁尔因此指出 :“存在于知识之外的东西 ,比知识更

加伟大的东西 ,使知识得以存在的东西 ,就是社会本身。”[8 ]

“强纲领”提出了四条著名的原则性信条 :因果性 (causality)、

公正性 (impartiality)、对称性 ( symmetry) ,以及反身性 (reflexivi2
ty) ,这些信念围绕着知识的社会性维度或轴心 ,循着历史主

义科学观的后现代趋向 ,把科学观推进到了更加激进的相对

主义立场和更为极端的非理性主义态势 ,使后现代科学观随

着“社会学转向”而发生更深刻的演变。

作为实践的科学 (Science - as - practice ) :

“实验室研究”(“Laboratory Studies”)

　　在第一代 SSK学派那里 ,科学技术的“利益”理论采用了

宏观视野的研究方法与学术框架。随着认识论“社会学转

向”的深入 ,在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人类学的民族志 (人

种志)和常人方法论、社会学的符号互动论与行动网络理论、

后结构主义文化批判等的基础上 ,被学界习称为第二代 SSK

的学者 ,通过对科学认识及知识生产的日常活动进行田野式

实地考察 ,发展出了 SSK的微观研究视角及新的“社会建构

论”。这一代 SSK以巴黎学派和柏林学派为典型 ,以拉图尔

(Bruno Latour)和塞蒂纳 ( Knorr Cetina)为首的代表人物提出了

后期 SSK的代表性研究纲领———“实验室研究”。其中 ,拉图

尔由于抱有极端相对主义思想 ,而在 20 世纪末的“科学大

战”中被普遍指认为后现代科学观的代言人。他们在科学认

识论“社会学转向”基础上发动了科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

以人类学的民族志 (人种志)方法对科学知识的社会性问题

进行日常考察与微观研究 ,开启了对“科学的社会研究”的全

新方向 ,科学人类学作为新兴的科学元勘领域支系从此得以

蓬勃发展。

“实验室研究”纲领首次在 1990年拉图尔和伍尔加合著

的《实验室生活》中提出后 ,便“成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一个

著名亚纲领 ,并在 80年代一度主导了科学建构论的发展方

向”[9 ] ,“标志着巴黎逐渐成为科学元勘的后起之秀。”[10 ]自

1975年 10月到 1977年 8月 ,拉图尔应用人类学田野调查法

(Field Investigation)对专业实验室进行实践研究 ,其场地是位

于美国拉约拉的著名的索尔克研究所 (Salk Institution)。他以

认识论者的局外人身份进入研究所的吉列明生化实验室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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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科学活动进行面对面的参与式日常观察 ,并对科学工

作者进行了广泛的正式或非正式访谈 ,其最后得出的结论

是 :科学事实是社会建构出来的。个中缘由“一方面是传统

科学论的逆反 ,而同时为解开科学的神秘性和向人们揭示实

践科学家的详细活动 ,我们对实验室科学家进行了长达几乎

两年的近身日常接触 ,并基于这一过程中的所得而有了这些

撰述。”[11 ]在他看来 ,科学家组织或科学共同体就好似一个

部落 ,但社会大众对这个代表文明成就的现代部落却几近无

知。尽管传统科学社会学 (包括科学学)的宏观研究颇具规

模 ,却在实质上有意识地构筑了使科学神秘化的认识论黑

箱。所以 ,SSK首先必须突破代表科学社会学的默顿规范 ,

主张认知科学知识及技术规范 ,进而深入到理论构造与知识

生产的内容和本质。拉图尔把这次研究项目称为“科学的人

类学”(Scientific Anthropology) ,其主要目的在于揭示科学的神

秘本性 ,其研究主旨和学术兴趣则集中于两大问题 ,即“事实

是怎样在实验室里被建构出来的 ,社会学家又怎样说明这种

建构 ? 事实建构与说明建构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如果有的

话) ?”[12 ]通过对科学日常活动的广泛而深入的考察与研究 ,

以及对科学事实进行彻底的认识论解构与社会性重构 ,“实

验室研究”纲领开启了一个 SSK及 STS的全新领域。

科学家面对一堵档案、数据、图表、草稿和论文之墙 ,每

年以巨额资金投入只为着若干篇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 ,一篇

论文的花费竟然高达数万美元 ,大部分论文随着时间的流逝

而遭到遗忘 ,只有少数几篇有幸被不断地引证而传承下来。

科学活动是否真的像科学家所宣称的和局外人所认为的那

样 ,是自组织的、高度理性的、逻辑而连贯的 ?“实验室研究”

纲领为我们揭开了这一神秘面纱。借用德里达的“碑铭”

(Scriptures)术词 ,拉图尔把实验室比作一个复杂的文学铭写

装置系统。铭写装置作为“机器、部件和技术人员的特定结

合”[13 ] ,具有把物质材料转化为直接供办公室人员 (即拥有

博士头衔的高级专家)使用的数字或图表的功能。通过“文

学铭写”,人们可以把实验室活动看成是尽力说服的组织活

动 ,这个系统的产物就是使别人确信的、被称为“科学事实”

的东西。通过从混沌走向有序、从说服到被说服、从争论到

磋商 ,陈述被转化为事实 ,科学事实就这样社会地建构出来

了。“实验室活动的观察揭示出了 ,事实的‘外在’特征实际

上却是实验室工作的结果。”[14 ]“建构”(Construction)是“实验

室研究”纲领中的另一个重要概念 ,它表征了超越“强纲领”

的独特本质。拉图尔把“建构”作为其论点的“总的、首要的

概念”。他认为 ,“建构”是指缓慢的、实践的技艺活动 ,从中

强加以铭写符号 ,以使说明得以成立或被毁弃。由此 ,“我们

强调指出 ,主体与客体的差别或者事实与人造事象的差别不

应作为科学活动的研究出发点 ,应当说 ,正是通过实践操作 ,

一个陈述转变成一个客体 ,或者 ,一个事实被转换成人造事

象。”[15 ]拉图尔进而把实验室比作是角斗场或者是论争场、

甚至生产 (知识)商品的工厂。科学活动与混沌无序只有一

墙之隔 ,这非常类似于资本家的投资行为。科学家通过不断

地发表论文来积累其信用 ,科学家的资历就是其 (投资积累

的)信用度之大小。这样一来 ,“一个事实建构的结果就是 ,

它表面上好像没有被任何人建构过 ;论争场中委婉劝服的结

果是 ,当事人确信他们未曾被说服过 ;物质化的结果是 ,人们

誓言其对物质因素的考虑是‘思维程式’中惟一无关紧要的

东西 ;信用性投资的结果是 ,投资者宣称经济学理念与科学

的亲和性毫无关联 ;而环境要素甚至从说明中简单地消逝

了 ,因为它无助于对可靠的事实世界进行评价 ,最好还是留

给政治分析好了。”[16 ]拉图尔最后认为 ,作为一个建构知识

的社会大舞台 ,科学活动决不是“关于自然”的 ,相反 ,它是建

构实在的激烈战斗。“实验室研究”纲领由此揭示出科学知

识的社会建构性本质 :科学事实作为人为的结果 ,其外在性

或客观性只是实践建构的产物。

行动中的科学 (Science in Action) :

行动者网络理论 ( (Actor - network Theory )

　　从语用学概念及其角度来理解 ,实践包含了行动。一项

实践可以说是由行动者、行动和对象组成。因而实践的科学

必然是行动的科学 ,这体现了科学作为人类理性行动的本质

特征 :科学的属人性。在 STS不断从理论反思走向实践生活

的过程中 ,第二代 SSK敏锐地抓住了科学实践的行动本质 ,

以人类学中的田野研究方法为突破口 ,把握到了大科学时代

中科学知识产生过程之即时 (real - time)、现场 (in - site)和动

态 (dynamic)特征。诺尔 - 塞蒂纳认为 ,“⋯⋯实践的概念基

于制造知识的行动。换句话说 ,实践在行动理论的框架中得

到理解 ,或者就如皮克林所说的 ,在施行中的惯例 (per forma2
tive idiom)里得到理解。”[17 ]尽管以爱丁堡学派为主的第一代

SSK学派早就宣称了社会文化之于科学知识的重要作用 ,但

它在宏大的研究体制下却没有科学实践的牢靠证据。科学

社会学默顿学派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批评他们是在做表面文

章 ,“他们令人信服地说明了科学活动是一种社会过程 ,却没

有说明科学知识的具体内容是依赖于社会过程的。”[18 ]以拉

图尔和诺尔 - 塞蒂纳为代表的第二代 SSK学派以实践科学

观和科学行动论克服了这个缺点 ,突破了传统科学观的认识

论黑箱 ,以此开启了后现代科学元勘的实践研究方向。我们

不难看出 ,兴起于 20世纪 70年代末的“实验室研究”纲领作

为广泛的 STS实践的阶段性成果 ,极大地促进了 SSK的实践

化转折 ,但同时又必然难免其自身的历史局限性 ,这主要集

中体现在对微观进路的过分倚重 ,及其与爱丁堡学派“强纲

领”的宏观架构的对立与冲突。在“实验室研究”纲领的基础

上 ,拉图尔在 80年代中后期开始了科学研究的重新定位 ,以

《行动中的科学 :怎样在社会中追随科学家和工程师》(1987

年英文版)的出版为标志 ,提出了著名的行动者网络理论

(Actor - network Theory ,简称为 ANT)。通过把科学研究的实

验室“制造场地”与其背后的广泛社会文化关系串联起来 ,

ANT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科学知识的微观研究框架

与科学文化的宏观社会体制之间的分野。在 ANT中 ,拉图尔

追述了《实验室生活》中的著名 TRF实验案例 ,对科学史中的

“巴斯德革命”进行了深刻描述 ,并以社会人类学方法对巴黎

的城市规划与交通技术发展史作了系统总结 ,以此揭示出社

会因素对科学发展的决定性作用 ,从而极大地促进了 SSK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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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S的研究活动及其实践转向。

事实上 ,把科学的社会大背景当作网络系统进行研究更

早地起源于科学哲学家赫丝 ,学界称之为“赫丝网”。受赫

丝、塞拉斯以及后结构主义思想的影响 ,巴黎矿业大学的卡

龙首先提出对科学社会研究的“行动者网络”理论 ,拉图尔则

对之进一步加以发展。他们指出 ,“围绕其自身的任何环境

因素使得其他因素依赖于它 ,并将其他因素的意愿转化为它

本身的语言⋯⋯它限定了环境及其组织、尺度及其测量、价

值与标准、界限与游戏规则。”[19 ]行动者 (Actor)意指在科学

知识的建构过程中所有起作用的因素 ,其中以科学活动的积

极参与者为核心。网络 (Network)则采用通常的涵义 ,即“通

过相互联结的网线使资源集中到少数结点 ,使分散的资源通

过该网络而扩散到各个地方。”[20 ]劳·约翰则把 ANT和社会

系统论进行比较。他认为 ANT体现了社会的递归过程 ,其中

包含了两个方面 :一是社会行动是连续的过程 ,其中充满了

关系效应 ,并导致新效应的不断产生 ;再者就是这些过程是

自我生成的。[21 ]在《行动中的科学》一书中 ,拉图尔指出 :“我

们获取知识的三个方法原则是 :第一 ,要放弃关于科学是被

制造的任何话语或提议 ,而去跟随在行动中的科学家 ;第二 ,

必须放弃这样一种断言 ,即一个陈述的主观性或客观性仅仅

基于对它的检验 ,而必须去追踪其沉繁的历史 ,揭示它在转

换过程中更多地被人们变为一个事实还是更多地成为人造

事实 ;第三 ,必须摒弃用作结束争论的主要解释的自然自足

性 ,而代之以科学家为消除疑虑而收集的一长串各种各样的

资源和联盟。”[22 ]通过强调科学活动的实践本质 ,拉图尔把

科学理性的深厚基础建基于广泛的社会语境 ,从而凸现了科

学活动的人类学本质意义。ANT的出发点大致可用两个基

本的方法原则加以概括 ,“第一个方法原则 :研究实践中的科

学与技术 ;第二个方法原则 :不查探任何给定陈述的细微本

质 ,而去追踪它在不断使用中的转变过程”。[23 ]

ANT有着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首先 ,它以事实说明

“真正从事科学的人们并不都坐在实验室里 ,相反 ,实验科学

家的存在只是因为有更多的人在实验室以外的其他地方从

事科学。”[24 ]社会才是科学活动可行的真正基础和深层原

因。诺尔 - 塞蒂纳将科学实验视为一种认识论文化 ( Epis2
temic cultures) ,指出科学研究中存在着资源要素的分配 ,在实

验室中不同科学家之间也体现了一种交换关系 ,比如实验室

领导和实验科学家之间的互惠互利关系。表面看来 ,前者没

有参与实验 ,只是后者在埋头苦干 ,而实际上所有成果都得

有前者的签名认可 ,因此不能忽略了其重要作用 ,正是其在

外部的社会关系活动才保障了实验室内部的正常运作。[25 ]

其次 ,ANT极大地丰富和捍卫了 SSK的社会建构主义理论 ,

从而推进了建构主义科学观和 STS运动的发展。在“实验室

研究”纲领的基础上 ,ANT进一步融合了 SSK学派内部的宏

观和微观两种研究框架 ,在很大程度上凝聚了建构主义科学

观的总体学术方向。ANT的提出 ,同时也消解了学派外部对

SSK的众多批评 ,特别是直接消解了“强纲领”主要代表布鲁

尔与美国科学哲学家拉瑞·劳丹之间的重大分歧 ,从而对科

学知识社会学与科学哲学的融合与共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

作用。再且 ,拉图尔在ANT中以科学的两面神比拟把自然与

社会之间的鸿沟归结到西方与非西方的矛盾冲突 ,以当代横

断科学的系统方法论弥补了现代科学观中的主客二分缺陷 ,

为科学与人文的辩证关系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并直接开辟

了科学人类学的研究路径。最后也更重要的是 ,作为当代行

动科学方法论的最新成果 ,ANT体现了现代哲学思维中的

“知识和行动”研究方向 ,融合了人文社会科学的众多理论趋

向 ,从而把实践科学哲学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

语境中的科学 (Science in Context) :

情景知识 (Situated Knowledge)

　　实践的概念根植于实用主义的观念中。实用主义把行

动首先理解为社会情景中的行动。我们知道 ,古典实用主义

大家杜威把自己的著作《对确定性的寻求》一书的副标题命

名为“对知识和行动关系的研究”;后来的实用主义主要传人

更是把知识与行动的关系命题推进到更纵深更复杂的研究

境地。如戴维森通过把语言、逻辑和行动之间的内在关系贯

穿起来 ,对后来的行动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伯恩斯坦在

1971年的著作《实践与行动》中把知识和行动的关系定位为

现代哲学的研究主流和核心之一 ,这种关系实质上体现了作

为行动主体或作为认知者的人与特定的知识观念相分裂的

窘境 ,在其后来的主要著作《超越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中 ,

他通过对科学、解释学和实践之间复杂关系的研究 ,进一步

发展了知识行动论的主题 ,从而以独树一帜的实用主义思想

壮大了后现代科学观阵营。最新和影响最大的知识行动论

来自新实用主义主要代表人物罗蒂 ,在《哲学与自然之镜》

中 ,他强烈反对传统的科学知识“镜象本质”观直接简单地在

知识和行动之间划上了“等于”号的做法。他自称是杜威的

嫡系传人 ,但在大力发展传统实用主义思想的同时 ,他又对

其中的许多潜在观点作出了崭新的阐释。在杜威看来 ,实用

主义或可称为实验主义、工具主义 ,什么称呼并不重要 ,但其

实实在在地包含了科学方法对社会和生活的推广运用。[26 ]

罗蒂则激进地反对这种科学理想主义的康德遗风 ,并将这种

把自然科学作为一切文化知识之标准范型的科学观称为“唯

科学主义”,指出它将自身打扮成在理性之光引导下冲破幻觉

屏障的形象 ,而对其他一切领域横加指责和胡乱干扰 ,从而忽

视了科学民主化及其社会实践的内在本质。通过追述实用主

义的历史脉络 ,我们可以看出它一开始就把哲学视为人类生

活的能动的、富有建设性的伦理力量 ,正是这种面向现实、贴

近社会的思想取向 ,给予了当代各种学术思潮以重要影响 ,而

STS的实践化转向也恰恰与这种发展进路密切相吻合。

启示及使命 :创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科学观

“理性作为人类智慧的标志 ,在启蒙思想家那里曾经是

争取人性解放的武器 ,但在工业革命完成后却丧失了独立

性 ,蜕变为盲目的力量和资本主义不合理统治的手段 ,成了

独裁者的帮凶。”[27 ]科学技术作为理性的化身 ,其日益增强

的负面效应势必激起人们对人生终极关怀、人的意义问题的

深切忧思。破解科学技术的认识论黑箱 ,对科学的认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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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知识的本质及内容进行社会性探索 (也即科学的社会研

究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就成为时代的必然要求。发达资

本主义国家在战后再造了经济辉煌 ,与此同时 ,科学技术社

会运动也借助于“斯诺命题”的广泛社会关注及其导引 ,以科

学知识社会学作为知识论和科学观的理论形态 ,最终以爱丁

堡学派的“强纲领”首先形成并发展起来。就像卢曼所说的 ,

SSK建构主义知识论并不是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和各种各

样的反实在论、唯心主义、相对主义、主观主义、虚无主义以

及怀疑论简单同一 ,其实它们之间存在着精细的差别。[28 ]从

“斯诺命题”的提出到“科学大战”的爆发 , SSK是其中关于

“科学的社会研究”的核心纲领和理论旗帜。

承载着西方理性主义精髓并一贯被视为圣洁无暇的科

学殿堂 ,在 20 世纪的世界大战中轰然倒塌了 ,科学研究的

“无形学院”也逐渐演变为普赖斯所谓的“大科学”(Big Sci2
ence)范型。以 SSK学者科林斯 (Collins)和平奇 (Pinch)的话来

说 ,科学蜕变成了神话传说中的巨怪“勾勒姆”( Golem)。作

为人类的创造物 ,“勾勒姆”拥有似乎无止境的力量 ,并本应

听从于其主人的驯令和召唤。但当其受到误导并不幸失控

的时候 ,其主人即人类本身也就成了它不自觉的毁灭目标。

人类智性演化到当代 ,科学技术“双刃剑”效应的凸现 ,更是

昭示了面对科学与人文关系的高度失调及其两难困境 ,现代

科学观必然要相应地发生时代性的变革。建构主义科学观

在继承历史主义科学观基础上的实践转向 ,是后现代科学观

在这种变革过程中的一个激进结果。物理学家玻姆曾指出 :

“相对论和量子理论共同推翻了牛顿物理学的事实 ,对于我

们世界观中的自鸣得意是一种警示。它表明 ,我们必须时刻

把我们的世界观看作是暂时的、探索中的和存有疑问

的。”[29 ] SSK科学观作为对现代科学观以及后现代科学观本

身的时代反思 ,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然而 ,如何以马

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论原则总结 STS运动的成败得失 ,汲取

其经验教训 ,建构自己的科学动力学和科学实践哲学 ,应成

为我们一个重大的时代哲学研究主题。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 ,科学是人类理性和智慧的最高结

晶 ,科学既是社会进步和文明演进的利器 ,同时又内在蕴涵

着“双刃剑”的消极效应。科学哲学的当代 STS运动揭示了

科学的文化根基及其动力机制 ,贝尔纳主义科学社会学则揭

示了马克思主义对科学技术发展、对科学技术观形成的巨大

指导作用。可以确信 ,对于新的实践科学观来说 ,马克思主

义作为一座从现代通向后现代必经的思想桥梁 ,具有“不可

超越的意义视界”(詹明信语)。只有马克思主义科学观才是

现代科学观和后现代科学观发展的必然归宿。建立在科学

实践论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是一种正确、与时俱

进的科学观 ,它以客观的态度、合理的方法途径 ,有效地解决

科学与人文的关系问题。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对后现代科

学观进行深入剖析与批判 ,将使我们对科学文化获得更深刻

的认识 ,从而为我国现阶段的“科教兴国”战略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积极贡献。

一句话 ,SSK科学观向实践维度的演进以及 STS的实践

化转向的启示表明 :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 ,创建中国马克思

主义实践科学观 ,已成为我们紧迫的任务和时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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